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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一系列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影响下，2009 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开始规划和实施智慧城市发展

项目。尽管中央政府提供了强有力的政策引导、制度和财务支持，然而目前各地智慧型城市发展仍相当不

均衡。本文在政府创新扩散理论与智慧城市文献的基础上，构建了一个包含五要素、两大理性（政治理性

和技术理性）的模型来解释中国智慧型城市发展，并以 2015 年全国 147 个智慧城市的横截面统计数据对

该模型进行检验。我们发现尽管作为问题导向的技术解决方案的智慧城市建设是由包括环境污染和城市

拥堵等政策需求推动的，但是和西方国家智慧城市发展不同的是，中国智慧城市建设和政策需求的关系

并不是简单的正向线性关系。数据分析显示环境污染和智慧型城市发展呈显著的负相关，而城市人口密

度和智慧城市发展呈显著的倒 U 型关系。我们的分析也发现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不仅仅是由技术理性推动

的，政治考量也很重要，作为城市“一把手”的市委书记政治支持对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有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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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尽管智慧城市在理论与概念上仍然是一个新

鲜事物，但对于世界各国的城市规划师与管理者而

言，它已经成为未来城市发展的理想模式。纵观美

国、欧洲以及包括日本、韩国和新加坡在内的亚洲

发达国家，智慧城市建设项目正如火如荼，并且取

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效[1, 2]。进入 21 世纪以来，随着

全球城市人口的持续增加，作为解决前所未有的快

速城市化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揽子

解决方案，智慧城市建设已是大势所趋。 联合国

的一项报告显示，当前城市居民已占全球总人口的

54％，这个比例将在 2050 年增至 66％[3]。不可否认，

城市化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和科技的发展，但

同时也为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了巨大挑战。2012
年的数据表明，仅占土地面积 3％的城市消耗了全

球 75％的自然资源，产生的温室气体占全球总量

的 60％ ~80％[4]。除此之外，城市化还带来了诸如交

通拥堵、食品安全、环境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经

济分化以及生育率低与老龄化等问题。这些问题已

开始严重影响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人类的生活质

量[5]。

在 20 世纪 90 年代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大背景

之下，为应对环境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等问题，智慧

治理（Smart Governance）与智慧增长（Smart Growth）

等议题开始受到学术界关注[6]。随着信息通讯技术

的发展与网络的普及，继电子政府以及数字城市等

概念之后[7]，学者与城市管理者提出要整合信息通

讯技术与网络，获取、分析和共享城市生活的大量

信息用于城市规划和管理，从而有效降低能耗、优

化城市管理、提高决策的质量与准确性，更加高效

地为需求多样化的市民提供个性化服务，最终治愈

城市病和不断提高市民生活质量[8]。面对这样的城

市诉求与产业发展机遇，IBM 和思科等 IT 行业领

袖 2008 年开始向全世界行销其智慧城市整体解决

方案。随后智慧城市的概念先后被全世界 50 多个

国家陆续接受，并成为促进创新、促进国家经济发

展的重点项目[9]。一项研究指出，2010 年全年智慧

城市技术吸引的投资达到了 81 亿美元，而预计这

个数字将在 2016 年增长到 395 亿美元[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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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智慧城市可通过物联网、传感、移动互

联等新一代信息通讯技术（ICT）实现城市高效可持

续运行、推动社会经济优化发展的特点，与我国转

变经济发展方式以及调整产业结构的要求不谋而

合[11]。智慧城市的理念于 2008 年前后兴起于信息

产业界，2009 年中国多个城市开始自发进行智慧

城市发展规划（如上海、深圳、南京、武汉、成都、宁

波、杭州）[12]。工信部、住建部、科技部等部委陆续

出台政策开展大规模试点工作。尤其是住建部，自

2013 年起每年公布 100 个左右的试点智慧城市，

并为入选的试点城市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13]。截止

2015 年，全国范围内明确开展智慧城市建设的，除

去乡镇级别的地区外，共计达到 296 个城市或地区
[14-16]。

虽然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既有地方的实际技术

需求，又有中央对各地智慧城市建设的强有力的指

导和支持，然而最近的一项全国范围的智慧城市评

价的结果却显示，各城市智慧城市建设状况的差异

依然非常显著[17, 18]。在这个背景之下，两个具有重

大理论和实践意义的研究问题是：第一，为什么作

为政府创新的“智慧城市”迅速和大规模的被中国

地方政府采纳？除了地方政府的现实技术需求以

外，有其他的发展动力吗？第二，如果地方政府有迫

切发展智慧型城市的意愿和动力，为什么各城市地

方性政府“智慧型城市”建设的差别这么大呢？本文

在政府创新扩散理论的基础上，构建一个模型来解

释智慧城市建设发展和绩效差异性的原因，并收集

城市统计数据对该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来回答上面

两个研究问题。目前国际和国内已有的智慧城市文

献，大部分研究集中在智慧城市的界定与维度[1, 19]、

评估框架[20]、智慧城市排名[21]以及发展现状与面临

挑战等议题[22]。这些研究多采用文献分析、概念分

析或案例研究的方法 [8, 23, 24]，量化实证分析比较欠

缺[18, 25]，对中国智慧型城市发展的逻辑和绩效差异

的实证分析不足。因此，本研究不仅可以充实国际

智慧城市的相关研究，对加深对中国智慧城市建设

过程的理解和认识、厘清其发展的内在动力机制具

有重要理论价值，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实践工作者也

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本文由五个部分组成。在第一部分，我们对智

慧城市和智慧城市在中国的发展进行介绍和分析。

在第二部分，我们在政府创新扩散理论的基础上，

构建用以解释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理论模型。在第

三部分与第四部分，我们分别对研究方法，数据收

集以及数据分析的结果进行报告。最后，我们对于

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与未来可能的研究方向进行讨

论和展望。

2 “智慧城市”（Smart City）和
中国智慧城市发展

“智慧城市”作为城市规划师和管理者的万能

良药，已在全世界范围被采纳和推广。人们普遍相

信通过智慧城市建设，城市会变得更加健康、绿色、

安全和宜居[24]。然而，学者和实践工作者对到底“什

么是智慧城市、智慧城市的内涵和外延是什么”并

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在过去的十年间，学者们做了

不少努力试图给出一个明确的定义[26, 27]。Cocchia 通

过对 1993 年至 2002 年期间的文献综合分析发现，

智慧城市概念的出现和发展，与国际社会对于二

氧化碳排放与环境可持续发展以及网络与信息技

术进步的背景密不可分 [26]。Nam 和 Pardo 认为，

“智慧（Smart）”的意涵受到了营销、城市规划与信

息技术等概念的影响，“智慧城市”强调用户导向的

回应性（Respon-siveness）、技术的自动化与智能化

以及城市资源高效利用的战略愿景，旨在解决经济

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27]。

在分析智慧城市多样化概念，并且明确其与相

关概念（如数字城市、智能城市、泛在网络城市、学

习城市、人文城市以及智慧社区等）异同的基础上，

学术界逐步形成了初步的共识，认为智慧城市是一

个整合性的概念。一方面，智慧城市采用先进的信

息通讯技术以解决现代城市发展存在的问题。例如

Harrison 等认为智慧城市是“感知、互联、职能的城

市”[28]，城市通过各种传感器、仪表、摄像头、私人设

备获取环境的即时数据来进行复杂的分析、模拟、

优化以及可视化操作，从而支持高效的决策与政策

制定。另一方面，智慧城市又具有人文特质。它强调

保护历史、培养社会资本、鼓励创新与社会学习、促

进健康生活方式、鼓励市民参与公共生活与跨部门

合作。政府在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应用平台、制度

支持、设定愿景、提出方案以及鼓励合作等方面发

挥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作用[22]。Giffinger 等人构建

的智慧城市内涵框架被广为引用，它包括智慧经

济、智慧人口、智慧治理、智慧移动、智慧环境与智

慧生活等 6 个方面[22]（详见表 1）。

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大发展、快速的工业化与城

市化给中国带来了一系列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传统

的依赖人口红利、廉价劳动力与自然资源的发展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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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难以为继，经济下滑在所难免。由此导致的失业、

区域和个体之间经济社会分化、环境污染、公共服

务质量与安全水平下降（如拥堵、食品与社会安全

等）、政治腐败加剧等城市问题大量出现。如果这些

问题不能有效解决，会严重影响政治稳定和执政党

的合法性。智慧城市作为供给侧政策解决方案

（Supply－side Policy Solution）被认为是应对城市问

题的灵丹妙药，中国政府期望通过大力发展智慧型

政府建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与经济发展方式转

型，推动产业升级技术进步，鼓励再培训和提高劳

动力的竞争力、提振内需、扩大政府支出、改进政府

能力与效率、降低腐败、缓解能源危机和环境污染，

最终维持社会稳定和建设和谐社会[11, 29]。

在此背景之下，一方面有大量的国际实践经验

的佐证，另一方面在 IBM 与思科（Cisco）等跨国信

息产业巨头大力推动之下，中国地方政府很快接受

了“智慧城市”这一理念并自发和迅速地在全国各

地开展规划和实验，全国迅速涌现了一批城市开始

进行智慧城市的规划和建设。2010 年 9 月，宁波成

为中国首个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的城市。截止到

2012 年底，全国有 3 个直辖市、6 个省、10 个副省

级城市已着手开展建设智慧城市，处于设计和规划

阶段的地方城市有数百个[30]。随着智慧城市建设被

各地城市热捧，智慧城市建设出现了一哄而上，盲

目重复建设，缺乏顶层设计等一系列问题[31]。针对

智慧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中国中央政府信息产

业发展和城市建设的相关主管部门开始进行政策

引导和监管，国家工信部、发改委、科技部等三部委

开始联合推动智慧城市的研究，开发智慧城市技

术、行业标准，并为地方政府提供发展方案。2012

年，住建部开始在全国城市、县区以及乡镇等各个

层面，选拔智慧城市试点并给予一定量的资金支

持。通过申报审批的形式，住建部对于试点城市给

予来自国家开发银行的总额达 800 亿人民币的资

金支持。为了更好地从中央层面协调各部门在智慧

城市发展中的监督与管理职能，中国国家发改委于

2014 年出台了《关于促进智慧城市健康发展的指

导意见》。根据这份文件，智慧城市被界定为“运用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空间地理信息集成等新一

代信息技术，促进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服务智慧

化的新理念和新模式”，为智慧城市建设提供顶层

设计、发展目标与行动计划[32]。在 2015 年国务院政

府工作报告中，李克强总理明确指出，智能技术与

智慧城市将作为政府执政的优先发展的议题[33]。报

告中强调，中国将持续推进信息技术在工业领域的

应用，努力在数字化与智能技术领域取得突破；大

力发展“互联网＋”的应用，促进电子商务、产业网

络、网上银行以及互联网企业；尤其是要整合移动

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以及物联网，优化现代制造

业。大力发展智慧城市已经写入了中国中央政府和

各地的“十三五”规划。

如前所述，尽管“智慧城市”是中国地方政府迫

切需要的，用以解决当前城市发展所面临问题的技

术方案，并且“智慧城市”建设在技术上、财政上以

及制度上获得了来自中央政府的支持，然而当前各

地“智慧城市”的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理解中国智慧

城市建设和发展的逻辑和动力机制，不仅仅有重大

的理论意义，对未来中国智慧型城市的发展也有重

大的实践意义。

3 政府创新扩散与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
技术与政治理性：理论与研究假设

政府创新扩散理论旨在解释公共管理与政策

创新的原因以及如何跨部门、跨区域被采纳和实

施[34]。西方学者们从不同角度探索公共管理与政策

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与作用机制 [35,36]，发现政府创

新扩散同时受到包括政治与经济环境、文化、经济

发展水平、工业化水平与政党政治等在内的外部因

素和组织资源、领导力与学习能力等内部因素的作

智慧经济
（竞争力）

智慧人口
（社会与人力资本）

智慧治理
（公民参与）

智慧移动
（交通与信息通讯技术）

智慧环境
（自然资源）

智慧生活
（生活质量）

创新精神
企业家精神
经济形象与商标
生产力
劳动力市场弹性
国际嵌入
转型能力

素质水平
终身学习
社会与种族多样
适应性
创造力
世界主义与思想开放
公共生活参与

参与政策制定
公共与社会服务
透明治理
政治战略与远景

当地的可达性（无障碍环境）
国内与国际可达性
信息通讯技术设施完备
可持续、创新与安全的交通体系

自然条件的吸引力
污染
环境保护
可持续的资源管理

文化设施
卫生条件
个人安全
住房质量
教育条件
旅游吸引力
社会凝聚力

表 １ 智慧城市内涵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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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和影响[37-39]。此外，学者们还分别从横向和纵向

两个维度对于政府部门采纳和实施创新的机理进

行研究，发现其原因可能包括组织相似性与同质

性、竞争与学习、自上而下的强制要求以及自下而

上的压力等等[34, 40-43]。

政府创新扩散理论在中国政府政策扩散的研

究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行政审批改革[44]、电子

政务与政府微博[45]、城市土地财政改革[46]与城市电

网管理创新等[47]。马亮对地级城市公共自行车项目

横向扩散的分析发现，内部因素诸如财政资源、交

通拥堵、市民教育水平与收入、政府意愿与能力，以

及外部因素如上级政府的压力、政府间学习与竞

争、媒体影响以及自下而上的压力等，都可能对政

府政策创新的采纳与持续产生影响[48]。吴建南等通

过对 2005 年申报第三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的

133 个政府创新项目申请书的文本分析发现中国

地方政府创新的主要动因是各种各样的内外压力，

而不一定是地方政府或领导人的主动自发选择[49]。

此外，陈家喜和汪永成[50]指出由于中国政府官员人

事管理和绩效考评制度的约束和压力，政府官员的

政绩驱动是解释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发生、发展与演

化过程的基本因素。在中国的政治体制中，“政绩具

有政治性特点，这一特点是指政绩的政治敏感性和

政策执行性。……作为政绩的政治性，明确地体现

地方官员在对中央及上级精神的领会、贯彻、落实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具有较高政治敏锐性

的地方干部，往往会将中央精神和上级部署进行

创造性落实、实践和发挥进而形成为‘典型经验’和

模范试点，成为获取晋升的政治资本。那些政绩越

是突出、越是符合中央精神、越是具有原创性的官

员得到晋升的可能性也越大。[50]”Zhu 与 Zhang 的研

究也显示和地方政府领导 （包括党委书记和市长）

未来晋升机会相联系的个体要素如任期、年龄、工

作经验对政府创新和政策采纳与实施会产生显著

影响[44]。

同理，智慧城市项目是一项政府创新。如我们

前面的分析指出，中国智慧城市建设既是地方政府

自发采纳和扩散的政府创新，又有中央政府强烈的

政策引导、规范和扶持。因此，审视发生在中国政治

体制和政府管理时空下的中国智慧城市的发展，既

要看其技术的逻辑 （理性），也要看其政治的逻辑

（理性），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中国智慧城市发展

的过程和发展现状加以理解。

结合以上国内外政府创新理论对政府创新的

采纳，扩散和执行的技术和政治要素理论，初步提

出了解释我国智慧城市发展差异的五要素和两理

性（技术理性和政治理性）的解释模型（见图 1）。

在这个模型里，我们强调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

技术和政治理性。在这里技术理性是指城市对智慧

型政府解决城市发展困境的需求和城市运用现代

信息技术，采纳和发展智慧城市的能力；政治理性

指由于在中国智慧城市已不单单是一个技术解决

方案，智慧城市建设已经写入党中央和国务院“十

二五”和“十三五”计划，上升到党中央和国务院经

济和社会发展纲要的高度，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地

方政府领导对中央精神和上级部署的领会，贯彻和

落实的程度和多大程度上智慧城市建设会成为地

方政府领导人的政绩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智慧城

市的发展。由于政府创新扩散理论高度强调组织资

源和组织文化的重要性，本模型把组织资源和文化

看做是控制变量。结合我们之前的理论分析和模型

构建，本文中我们提出以下研究假设，以供进一步

数据检验：

（1）政策需求。智慧城市是一项问题导向的政

策方案[8, 23, 24]，其备受推崇正是由于它在解决城市发

展问题上面被寄予厚望。这些问题包括交通拥堵、

能源消耗、环境可持续发展、食品与公共安全以及

经济两级分化等等。很明显，这些令人担忧的城市

问题导致了各地区对智慧城市建设的广泛需求。据

此，提出假设：

H1：对智慧城市的政策需求程度越高，智慧城

市发展水平越高。

（2）行政领导力。智慧城市建设是一个充满挑

战和不确定性的过程，且智慧政府本身是智慧城市

技术理性

政策需求

行政领导力

政治理性

政治支持

智慧城市发展

资源

文化

图 １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的解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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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政府自身的采纳新技

术，迎接新技术挑战和带来的不确定性的能力至关

重要。这和城市领导者的教育水平、学习能力、眼界

和行政能力密切相关。此外，智慧城市是一个复杂

的生态系统，它强调系统整合以及政府、企业与社

会间合作[51]。中国智慧城市建设主要由地方政府以

及国有企业主导，如政府创新与政府合作的有关理

论所强调的那样，地方政府管理者的行政领导力在

创新采纳与政企合作过程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市长

作为城市主要的行政长官，负责管理市政府的日常

事务和公共服务提供，因此，市长的行政领导力对

智慧城市发展至关重要。据此，提出假设：

H2：城市政府的行政领导力越强，智慧城市发

展水平越高。

（3）政治支持。政府作为智慧城市项目的主要

承担者与实施者[22, 27]，同时也是智慧城市建设核心

组成成分[21, 51]。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政府在引导和应

用信息技术、系统整合、信息共享与促进问题解决

等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政府可为智慧城市整体项目

设置愿景目标、优先举措与战略方案，协调有关部

门、配置财政与人力资源，并与其它利益相关者开

展合作等。智慧城市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支持。在我

国现行政府制度架构和决策体制下，新政策或政府

创新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和级别往往象征着该项政

策被重视和支持的力度。因此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

组的负责人多由市长或市委书记担任（一部分也会

由副市长或相关部门局长兼任），从而有助于高效

协调智慧城市建设。此外智慧城市在中国已经上升

到党中央和国务院关于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精神

和战略的高度，已经具有高度的政治性。对中央精

神和上级部署的领会，贯彻和落实的程度，即地方

政府在多大程度上把智慧城市发展当做是重要政

绩，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智慧城市的发展。据此，提出

假设：

H3：政治支持的力度越大，智慧城市发展水平

越高。

（4）资源。政府创新扩散理论指出，组织资源至

关重要，拥有充足甚至富余资源的组织更加倾向于

投入研发或采纳创新[52]。引进创新常常意味着风

险，这需要决策者的承诺与组织财力和人力方面资

源的支持。因而，那些有充足甚至多余财力资源和

人力资本的组织更加愿意和能够采纳并实施创新。

智慧城市建设在信息技术与信息通讯基础设施建

设等方面，不仅需要大量的资金，人力资源的投入

也同样重要[22, 23, 53，54]。据此，提出假设：

H4a：财政资源越充足的城市，智慧城市发展

水平越高；

H4b：人力资本越丰富的城市，智慧城市发展

水平越高。

（5）地方文化。创新采纳需要一个开放、敢于冒

险的文化环境。创新往往意味着破除旧制、打破常

规和已有流程规范[55]，创新者需要有强烈的意愿去

变革、转换思路并且承担风险[56]。研究发现，创新的

文化环境对国家创新和采纳具有持续的推动作

用 [57]。地方政治文化如自由或保守，在很大程度上

决 定 了 新 政 策 的 采 纳 和 实 施 ， 例 如 Price 与

Riccucci 发现美国各州政治文化对于是否采纳私

营监狱政策具有显著影响[58]。据此，提出假设：

H5：城市的文化开放度越高，智慧城市发展水

平越高。

4 数据与方法

考虑到数据的可比性与可获得性，本研究选取

地级市作为研究对象。尽管当前开展智慧城市试点

的地区包含地级市、区县以及乡镇，由于不同层级

的地区在城市规模、人口、历史、功能与政策需求等

方面具有明显差异，同时由于地级市城市化程度比

较高，是智慧城市建设的重点，本研究因而统一选

取地市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本研究主要的数据来

自中国社科院与北京国脉互联智慧城市研究中心

的评估报告、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以及各个地市政府

的官方网站。

4.1 数据与测量

4.1.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为 147 个样本地市级的智慧

城市发展水平，具体数据来源于中国社科院与北京

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限公司（简称国脉互联）关于

2015 年智慧城市发展评估的结果 （原样本含 151
个评估对象，考虑到可比性问题，我们剔除了北京、

天津、上海和重庆四个直辖市样本）。自 2011 年以

来，社科院与国脉互联每年发布一次全国智慧城市

发展评价报告。这项评估采用了一个涵盖智慧城市

建设各个方面的整合性指标体系。该指标体系在国

内外智慧城市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政策设计、官方

指导意见以及政府的文件与实践状况等，设计了 6
个二级指标：智慧基础设施、智慧管理、智慧服务、

智慧经济、智慧人群与保障体系。各项指标共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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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 分，加上加分项 5 分，最高得分为 105 分。在

147 个城市中，最高分为 80．2 分，最低分为 19．04
分，均值为 39．4，中位值为 36．45，90 分位数为

56．21，标准差为 12．15。因此，我们可以看出 147 个

城市间智慧型城市发展状况差距很大，整体说来智

慧型城市在中国发展的还不够理想，百分之五十以

下的城市得分小于 40 分，近 90％的城市不及格（＜

50 分）。

4.1.2 自变量

考虑到数据获取的难度和限制，本研究在参照

已有文献做法的基础上对各个自变量进行了操作

化处理。对于一些自变量无法获取直接指标的情

况，我们选择了相关文献中常用的代理变量进行测

量。表 2 展示了各个变量操作化处理的具体方式、

测量方法与数据来源。

（1）政策需求。城市人口密度与 PM2．5 作为代

理变量（Proxy）用来衡量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需

求。智慧城市的一个主要目的是解决城市病和促进

城市的可持续性发展。在中国，快速城市化和经济

发展带来的交通堵塞和环境污染，是城市规划和管

理者最头疼的政策问题，也是智慧城市重点解决的

政策问题。一个城市人口越密集，交通越堵塞，污染

越严重，其政策需求越强烈，城市越有动力采纳技

术和政策创新，通过采纳创新，来解决其面临的现

实问题。我们选取每平方公里市辖区人口密度作为

指标来测量城市人口密度，污染采用 PM2．5 浓度

来衡量。

（2）行政领导力。Avellaneda 指出市长的行政

能力对城市政府绩效有非常重要的影响。根据高阶

梯层理论（Upper Echelon Theory）和相关的公共管

理研究的文献，市长的行政能力是由包括其年龄、

性别、教育在内的个人属性决定的[59]。因此市长的

年龄和受教育程度等个人属性变量经常用作测量

行 政 首 长 行 政 能 力/领 导 力 的 代 理 变 量（Proxy

Variables）[60,61]。在中国的情境下，自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政府一直在推进行政领导干部的年轻化和知

识化，人们普遍认为行政领导干部越年富力强，知

识文化水平越高，越有行政执行/领导力，因此我们

选择两个代理指标来测量行政领导力。包括现任市

长的年龄及其受教育程度。这部分数据通过在各个

地市政府网站检索领导简历人工获取。

（3）政治支持。目前中国所有的试点城市均成

立了“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以协调和领导智慧

城市建设，推动智慧城市建设项目的进程。大部分

领导小组组长由市长或市委书记亲自担任。在中国

以财权半分权、行政半威权以及党管干部的人事制

度为特色的政策制定与执行系统之下[38]，领导小组

组长的身份很大程度上能够说明在该市智慧城市

建设过程中所获得的制度支持程度。因而我们根据

领导小组组长的不同身份，设置了三个哑变量来测

量不同程度的制度支持，包括市委书记、市长和其

他。获取这些数据的方式主要来自对当地市政府官

方网站，通过检索市委市政府办公室正式发文，或

者有关会议报道获取关键信息。

变量 测量 数据源

因变量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SCD） 2015 年中国智慧城市发展评价的总得分 2015 年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估报告 （中国社会
科学院、北京国脉互联信息顾问有限公司 2015）

自变量

政策需求
人口密度（LGPOPD） 每平方公里市辖区人口数的 Log 值 2014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污染（POLL） 2015 年平均 PM2．5（μg/m3） http://www.pm25.in/rank

政治支持

市委书记（PSEC） 哑变量：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是市
委书记，取值为 1，否则为 0 市政府官方网站

市长（MAYOR） 哑变量：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组长是市
长，取值为 1，否则为 0 市政府官方网站

其它 哑变量：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组长非市
长和市委书记，取值为 1，否则为 0 市政府官方网站

领导力
年龄（AGE） 现任市长年龄 市政府官方网站

教育（EDU） 现任市长教育水平 市政府官方网站

资源
财政预算收入（FREV） 城市人均财政预算收入 2014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人力资本（HCAP） 每千人中 IT 业从业人员数量 2014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文化 外商直接投资（FDI） 城市人均外商直接投资 2014 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表 ２ 变量操作化方式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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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源。资源包括两个维度，即财政资源与人

力资本。本研究使用地方政府的人均财政预算收入

来衡量其财政资源的富足程度。人力资本则通过当

地 IT 产业从业人员数来测量，具体是看平均每

1000 个居民里 IT 产业从业人员数。这两项数据均

从相应城市 2014 城市统计年鉴获取。

（5）文化。外商直接投资额（Foreign Direct In-

vestment，FDI）是被广泛采纳的衡量城市文化的代

理变量。FDI 越多，说明该城市越开放且具有更高

的风险容忍度。而这些开放和风险容忍的城市又能

够进一步吸引投资，因此 FDI 常被学者们用来作

为衡量城市开放度的指标[45]。

4.2 模型设定与数据分析

借鉴计量经济学者 Wooldridge 的建议[62]，首先

我们对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 Pearson 偏相关分析，

随后运用数据可视化来检验因变量与自变量是否

具有潜在的共线性和非线性关系。分析显示本文的

数据基本不存在潜在的共线性问题。从图 2 可以看

出，智慧城市发展水平（SCD）和环境污染（POLL）

以及城市人口密度（LGPOPD）的钟形散点图显示：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和环境污染以及城市人口密度

之间可能存在非线性关系，是否存在共线性和非线

性关系，还有待回归分析之后的后估计检验加以探

明。

接下来，我们运用统计分析软件 STATA 14．0
对所有自变量（包括哑变量）与因变量进行回归分

析。在 后 估 计 检 验 阶 段 ， 我 们 用 VIF （Post －

Estimation Test VIF）、Breusch－Pagan 检验与 White
检验等方法检测该回归模型是否存在多重共线性

以及异方差性问题，结果表明线性模型不存在多重

共线性，但却存在横截面数据常见的异方差的问

题。表 3 模型一汇报了初步的稳健标准误回归分析

的结果。接下来，我们使用 Ramsey Reset 检验和

Linktest 检验来检验模型是否有缺失变量（Missing

Variables）的问题，结果显示本模型没有重要的缺

失变量。由于我们怀疑环境污染（POLL）和城市人

口密度（LGPOPD）可能和智慧型城市发展呈钟型非

线性关系，ACPR Plot（Augmented Component－plus－

Residual Plot）分析显示控制其他变量，城市人口密

度和智慧城市发展呈钟型（倒 U 型）关系。因此我

们将城市人口密度的平方（LGPOPD2）带入完整的

回归模型，新的模型通过了 Ramsey Reset 检验和

Linktest 检验。由于横截面数据导致的异方差性存

在，我们对新的模型再次进行稳健标准误回归分

析。表 3 模型二汇报了最终模型的稳健标准误回归

的结果。

图 ２ 因变量与自变量关系散点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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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发现与讨论

表 3 模型二显示该模型显著且能够解释因变

量 40％的方差 （R－squared＝0．40，F（9，124）＝7．37

Prob＞F＝0．000），和模型一的 R－squared＝0．36 相比，

模型二有明显改进。同时在这两个模型中自变量显

著性一致，且回归系数符号一致，一定程度上说明

本研究有一定的稳健性（Robustness）。模型二显示

自变量财政资源（FRES）、人力资本（HCAP）、地方

文化的代理变量外商直接投资（FDI），以及政府行

政能力的代理变量，市长的年龄（AGE）和市长的教

育程度（EDU）统计学上都不显著。因此，有关政府

行政能力、资源和文化的假设 H2，H4a，H4b 和

H5 都没有得到数据的支持。

政策需求变量城市人口密度（LGPOPD）和污

染程度（POLL）均在 0．01 水平上显著，因此政策需

求假设被支持（假设 H1 成立），说明智慧城市建设

和现实需求和政策问题导向相关。但是本研究发现

和我们事先设想不同的是，首先尽管智慧城市建设

是现实需求驱动和导向的，但是城市空气污染和智

慧城市建设是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空气污染越严

重的地方，智慧城市建设得分越低，建设得越差。一

个可能的解释是尽管智慧城市是一个美好的理想，

智慧城市项目已经被城市管理者看作是一种可以

同时解决诸多城市问题的整体性解决方案。智慧城

市建设需要大量的投入，包括富余的资金和足够的

人力资本。污染越严重的城市，迫于当前中央政府

和民众对缓解空气污染的迫切需求和巨大的压力，

发展智慧城市并不是它们的政策首选，治理污染才

是他们的当务之急。本研究另外一个重要的发现是

（如图 3），城市人口密度和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呈

现非常显著的钟形关系（Concave）（LGPOPD2＜0）。

这个关系说明治理由城市人口密度导致的如交通

堵塞等一系列政策问题是进行智慧城市建设的重

要原因之一。这是和当前智慧城市建设聚焦的重点

是城市规划，城市路网和基础设施建设相一致的。

然而这个钟型非线性关系显示，当城市密度达到一

定程度时，解决具体问题是城市管理者迫在眉睫的

任务，而不是发展所谓的智慧城市。这也从一个角

度说明国内智慧城市建设更多的还停留在规划和

初步实施阶段，还没有真正起到发挥作用，有针对

性的解决政策问题。

表 3 模型二显示，是不是由市委书记担任智慧

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组长对智慧城市发展至关重要

（P＜0．02），假设 H3 得到支持。这个发现支持了我们

前面关于中国政府创新的政治理性的讨论。现有的

关于中国地方政府创新的研究，高度强调政绩对政

府创新的巨大推动作用。有学者指出，在中国尽管

地方政府的绩效是对一个地方政府和党政领导班

子工作表现的全面体现，但是中国地方政府的绩效

往往与政府官员特别是地方最高政府领导的个人

绩效直接关联，直接影响党政领导人的选拔任用和

奖惩[50]。因此如果一项政府创新可以成为党政领导

人的政绩，成为他们未来晋升的筹码，政府创新得

到的支持力度就会非常大，创新的执行就会比较

自变量
模型一 模型二

系数 稳健标准差 t P>|t| 系数 稳健标准差 t P＞｜t｜

LGPOPD 4.47 1.25 3.58 0.00** 33.64 9.44 3.56 0.00**

LGPOPD2 -2.26 0.72 -3.13 0.00**

POLL -0.18 0.05 -3.68 0.00** -0.16 0.05 -3.3 0.00**

PSEC 12.32 5.14 2.4 0.02* 12.12 4.98 2.43 0.02*

MAYOR 2.13 1.71 1.25 0.22 2.9 1.69 1.69 0.09

AGE 0.19 0.24 0.81 0.42 0.29 0.23 1.26 0.21

EDU 0.15 1.58 0.1 0.92 0.49 1.52 0.32 0.75

FREV 3.2 2.42 1.32 0.19 4.15 2.4 1.73 0.09

FDI 0.28 0.32 0.89 0.38 0.15 0.31 0.49 0.63

HCAP 0.13 0.073 1.81 0.07 0.15 0.08 1.93 0.06

Cons 1.95 15.03 0.13 0.9 -99.05 36.09 -2.74 0.01

Obs＝135，F（9，125）＝6．2，Prob＞F＝0．00，R－squared＝0．36 Obs＝135，F（9，124）＝7.37，Prob＞F＝0．00，R－squared＝0．40

注：* 在 0.05 水平上显著, ** 在 0.01 水平上显著。

表 ３ 智慧城市发展水平回归分析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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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Zhu 与 Zhang 通过分析经商行政许可制度改革

发现，在政府政策扩散过程中，各个阶段受到的不

同因素的影响[44]。在初始阶段，地方政府采纳行政

审批改革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因素，目的在于吸引投

资和发展地方经济。然而当国家《行政许可法》颁布

之后，行政审批改革变成了全国政策以后，政治因

素比方说地方领导（市长和市委书记）未来的政治

升迁机会开始支配政策扩散过程。

尽管现有的关于中国政府创新研究高度强调

政绩，以及地方政府党政领导人政治升迁潜力对政

府创新扩散的影响，但是现有的研究对地方政府党

政领导人的作用没有进行细分和深入研究。有研究

指出，作为地方领导的市长和市委书记的政治升迁

潜力对地方政府政策选择非常重要，但是这两项

研究未指出市委书记与市长在功能和职责上的区

别[44,63]。在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通过它特

有的党管干部的人事管理体系严格控制决策层领

导的选拔任命。在干部体系里，尽管市长与市委书

记行政级别相同，且市长往往同时兼任市委副书

记，但其在领导职务上是低于市委书记的，实际上

是接受市委书记领导的。市委书记不仅仅管理党

务，由于其肩负的政党领导责任，市委书记常常是

公共政策的最终决策者，常常会介入市长的决策与

行政事务[64,65]。因此市委书记是地方政府政绩的最

终归属者。从政治晋升的角度来看，在中国担任市

委书记是能否升至省委常委和副省级领导的先决

条件之一[66]。从晋升的空间来看，市长仍比市委书

记低半级，晋升方向主要是市委书记，甚至是平调

到其它城市[67]，在现行的干部管理制度下，对于市

委书记而言，能否“更上一层楼”成为省委常委和副

省级领导，带来的权力、福利、医疗和养老的利益巨

大，因此政绩对市委书记的驱动力更加强烈[66-68]。自

2012 年起，在党中央和国务院政府的大力推动之

下，智慧城市建设得到大力推广，并同时被写入了

“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发展智慧城市已成为一

项重要的政治使命。在中国经济发展持续放缓，经

济增长模式转型，传统的以 GDP 发展为主的锦标

赛式地方政府竞争模式难以维系的情况下，智慧城

市当任不让成为新的政绩增长点。智慧城市建设不

仅仅可以解决城市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地方政

府也可以通过获得上级专向经费支持和与私营企

业合作，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扩大政府支出、促进产

业结构升级和信息化、提振地方经济发展，更重要

的是通过成为智慧城市建设的试点单位、模范样板

单位，得到上级政府和领导的关注、赏识和支持，成

为领导政绩和未来进一步晋升的政治资本。因此市

委书记作为智慧城市建设领导小组的组长，反映了

市委书记对智慧政府的高度重视，把发展智慧城市

当做自己政绩新的增长点，从而有动力强有力地调

动和协调各方资源和工作，发展智慧城市。

图 ３ 智慧城市发展和城市人口密度的非线性倒 Ｕ 型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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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在政府创新扩散理论与智慧城市发展现有文

献的基础上，本研究构建了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解

释模型。我们的研究表明智慧城市在中国的发展不

仅取决于技术理性，政治理性同样起着决定性作

用。在技术理性方面，本文的研究明确了政策需求

对智慧城市发展的影响。

我们的数据表明，与西方国家不同的是，政策

需求和中国的智慧城市发展不是简单的正向相关

关系。城市空气污染和中国智慧城市发展呈现显著

的负相关关系，而城市人口密度和智慧城市发展呈

现显著的倒 U 型关系。这样的发现加深和拓展了

学术界对智慧城市发展、特别是在中国发展的认

识，为进一步的理论发展和经验检验奠定了基础。

本文的研究发现也可启发目前中国地方政府

的实践工作者对智慧城市建设和对智慧型城市建

设绩效评估进行反思。智慧城市是一个涵盖城市管

理所有方面的新的城市管理模式。在中国，各城市

间经济和社会发展方方方面存在巨大的差异，不充

分考虑各个城市间的差异、具体的政策需求和迫切

需要解决的政策问题，“一刀切”地要求各城市发展

“大而全”和“高大上”的智慧城市是不现实的。

同样，对于智慧城市发展的主管部门，不针对

城市具体实际去发展一个大而全的智慧城市测评

体系，是不足以反映城市在智慧城市建设中的真正

表现和调动城市积极性去发展智慧城市的。

本文对智慧城市发展政治理性进行了经验验

证和分析。通过区分市委书记和市长的角色和权力

上的差异，拓展了中国政府创新理论对政绩驱动的

研究。我们发现市委书记是否重视创新，对政府创

新的扩散和开展至关重要。

作为一项对中国智慧城市发展的初步研究，本

研究存在诸多不足。今后我们期待在此基础上，不

断改进，对研究进行完善和深化。

首先，本研究的因变量智慧城市发展水平，来

自于《中国智慧城市发展水平评价报告》中各城市

的总得分。虽然该评估工作已经开展了五年，但对

其指标的全面检验则发现，该项目对智慧城市的界

定和结构维度仍有待改进和优化。因而，其绩效测

量指标的内外部效度需要进一步检验。

其次，这项研究受限于数据获取的难度和使用

的横截面数据。代理变量的选择在今后的研究中还

可以得到进一步的细化和科学化。模型也应当引进

更多的解释变量。第三，在政策扩散的研究中，基于

面板数据的事件史分析法被广泛使用，未来使用面

板数据将有利于更多的解释变量的纳入，固定效应

和随机效应也能够得到较好的捕捉和控制，所得统

计结果将更加稳健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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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tionary process．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introduced in this work is more advantageous to make ＂ex post＂
than ＂ex ante＂ analysis． In addition，the external validity of the findings can not be known with single case．
Moreover，the interviewees of this work also need to be further diversified so as to raise their representative－
ness and the reliability of the findings．
Article Type：Research Paper
Key Words： Sunflower Movement，Interaction，the Activeness of Agents

（11）Technological and Political Rationalities of Smart City Initiatives in China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147 Cities

Yu Wenxuan，Xu Chengwei·127·
（Public Policy ＆ Global Affairs，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637332，Singapore）

Abstract ID：1672－6162（2016）04－0127－EA
Abstract：The objectiv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mart city initiatives and de－
velop an explanatory model to explain the variance of smart city performance and test the model with empirical
data． Besides，cross －sectional data are analyzed by multiple regression models． Although ＂Smart City＂ has
been considered as panacea for addressing urbanization pathologies for city planners and managers in China，

the performance of smart city initiatives significantly varies across pilot cities． This article shows that although
policy demands such as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 are key driver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in China，their relationships with smart city development are not positive and linear as expecte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has a negative relationship with smart city development，while population density has
an inverted U－shape relationship． In addition，smart cities initiatives are driven not only by technical ratio－
nalities but also political rationalities． Political supports from local ruling party sectaries matters． The majority
of studies on smart city are theoretical and conceptual． This study fills the void by using empirical data to ex－
amine the determinants of smart city development，which ha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implications． More signifi－
cantly，it is the first article to use empirical data to explore the rationales behind smart city initiates in China．
There are several limitations in this study． More explanatory variables should have been included in the model．
In addition，a panel dataset would have been utilized，which could lead to more stable and robust statistical
results． Smart city initiatives are not a panacea that can solve all urban development problems． Local policy de－
mands and political and institutional support from local ruling party sectaries have paramount importance for
the success of smart city initiatives． Currently in China，for those cities with serous pollution and high popula－
tion density，developing an overarching smart city program may not be or should not be their top policy priori－
ty． This article has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mplications in enriching our understanding on smart
city，the rationales and logics underneath the development of smart city initiatives in China，and provides
practitioners with ideas on how to develop their smart city initiatives and improve its perform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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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 Type：Research Paper
Key Words：Smart City，Government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Policy Demand，Institutional Support，

Political Rationalities

（12）The Study on the Dilemma of Tailored Cabs＇ Governance under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ple Logics

Zhou Xianghong，Liu Chen·139·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Tongji University，Shanghai，200092，China）

Abstract ID：1672－6162（2016）04－0139－EA
Abstract：The objective of this paper is to analyse the cause of the dilemma of tailored cabs＇ governance
which is highlighted by the contrast between the governance resources of urban governments，the number of
tailored cabs，the cross－boundary behaviors of enterprises and the attitudes of citizens． This research incorpo－
rates the dilemma of tailored cabs＇ governance into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ple logics． Specifically，

the logic of state，the logic of bureaucracy，the logic of efficiency and their interaction are discussed in detail．
Research suggests that policy makers and policy implementers are constrained by the logic of state and the log－
ic of bureaucracy respectively． The affirmative and negative policy orientation interacted with selective and
campaign－style law enforcement，which therefore forms a policy gap． This policy gap provides space for the
logic of efficiency． Sharing economy enhances the supply efficiency of tailored cabs service． Consequently，the
government failure in taxi regulation is solved． However，the logic of efficiency under the policy gap is likely to
make tailored cabs plunge into the condition of market failure． How to deal with the practical problems includ－
ing the balance of efficiency and risks，government failure and market failure and fair competition in the bi－
lateral market still need future research． This study provides mechanism explanation for the dilemma of city
governance after technical intervention，and expands the analytical framework of multiple logics from institu－
tional change to urban research．
Article Type：Research Paper
Key Words：Tailored Cabs，Sharing Economy，Multiple Log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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